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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建设制造强国要在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下进行。高质量地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们在开放条件下进一步深入思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主攻方向和根本路径。我
们提出在 GVC上建设制造强国的政策主张: 一是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依托庞大的内需，建设需求或技术驱动的
GVC，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中; 二是现阶段应该扬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动态竞争优势理
论为指导，加强对 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实施扬长补短策略，拓宽瓶颈部门; 三是为了
挣脱在 GVC上“被俘获”的命运，必须鼓励企业坚持不懈地进行功能升级，重点发展制造型服务业; 四是制造
强国需要有良好的竞争政策为基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区分 GVC上两类不同的供应商，主要运用竞
争政策坚决去掉过剩严重的周期性产业的产能; 五是把价值链攀升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两大任务

结合起来，实施战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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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建设制造强国

当然要在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下进行。过去中
国的制造业就是在嵌入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 GVC) 形态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下，利
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国际代工，使制造业的规模、体
量得到了迅速增加。未来中国将起重要作用的新
一轮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先进的、高级的生
产要素的转移和移动，从而会有效提升中国技术

创新的能力，驱动中国创新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制

造的品质和水平。
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出现了中国制造

企业被 GVC 的“链主”俘获和锁定在低知识、低
技能环节，只能获取低附加值的现象，甚至某些领

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依赖经济迹象。高质量地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们在开放条件下进一

步深入思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主攻方向和
根本路径。从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 GVC 分工这
一事实出发，我们提出在 GVC上建设制造强国的
政策主张。

一、在 GVC上培育具有“链主”地位的跨国
公司

在 GVC 的治理结构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
“链主”是跨国公司。它们要么背靠巨大的国内
市场需求，形成市场驱动型 GVC，利用品牌、设
计、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向全球供应商发出巨
额的采购订单; 要么依靠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形成生产者驱动的

GVC，制定和监督规则、标准的实施，并最终获取
价值创造的绝大部分收益。
显然，在 GVC 上建设制造强国，首先要依据

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地位的跨国

公司。如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物医药、集成电
路等产业，就适合于培育生产者驱动的 GVC“链
主”［1］。如果未来我国没有这一大批驰骋全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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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以产业和技

术资本为基础的“链主”，何来中国制造在全球的
领先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指出

了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这其实就是提出了在 GVC 上培育“链主”的战略
要求。
根据 2017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进

入世界 500强的中国银行有 10家。中国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居于全
球上榜银行前四名。2016 年中国 10 家上榜银行
利润达到 1738亿美元，占全部 109家上榜企业利
润总额的 55%。进入世界 500强排行榜的美国银
行共有 8家，这 8 家银行的利润为 1025 亿美元，
占全部 132家上榜企业总利润的 16%。① 银行利
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实际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从而影响了

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的赢利能力，进而影响了中国

实体经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持续扩大内需与调结

构相结合的政策导向下，中国市场不但给全球企

业和人才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也完全

可以依托庞大的内需，建设市场驱动型 GVC，把
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基于此，
主要对策建议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消费终端推进以电子信息网络支持

的零售企业的大型化，通过资产的兼并重组构建

若干拥有一定市场势力、又相互竞争的大型商业
巨头，这种商业巨头可以与制造业巨头之间产生

市场势力的对冲效应。
第二，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收入增长和公

平分配支持内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结构优化。当
前制约内需扩大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加

大。富人缺乏消费的动力，而边际消费倾向大的
低收入群体又无力消费。这与中国收入分配的基
尼系数过大有直接关系。
第三，鼓励中国制造企业沿着“制造—零售”

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

励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
销系统。这些活动将产生价值链上的“链主”
效应。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依据中国的内需去虹

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品牌的研发项目，发展创新经济，建设生产

者驱动的 GVC。由于这类价值链的动力根源是
产业资本，其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能力
上，所以像高通、AＲM 等公司可以通过授权或者
掌握芯片的核心技术，站在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

“链主”。因此制造强国应该强在对核心技术的
掌握上，通过拥有核心技术占据 GVC 上“链主”
的治理地位［2］。主要的对策性建议是:
一是把扩大内需、新一轮全球化、建设创新驱

动国家等战略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建设制造强

国的目标。扩大内需不是为了自力更生，更不是
闭关锁国，而是为了更深层次的开放，为了给全球

先进技术和人才提供市场机遇。在以扩大内需为
基点的新一轮开放战略下，通过开放的包容性生

态社会环境的建设，千方百计推进全球优秀人才

向中国流动，这是利用大国经济优势推进制造强

国的首要政策目标。
二是鼓励中国企业从加入全球生产分工转向

加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创新分工中占据一席

地位。嵌入生产分工虽然与嵌入创新分工有联
系，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必经阶段，但是后者的等级

要大大高于前者。向这个地位升级的企业必须专
注于知识的投入，必须对创新系统有边际贡献。
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首先要讲规则，尊重和严厉保

护知识产权。其次要充分发挥企业与大学、科研
院所的互动作用。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大学是这
种创新分工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如硅谷周边区
域，就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
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近 20 所名牌大学。波士
顿区域内，则分布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
界一流大学，它们所提供的大量高素质人才，以及

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

的关键因素。
值得强调的是，在培育“链主”的战略实施过

程中，我们始终可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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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通过新的投资、逆向外包、收购兼并等市场
经济手段，广泛吸纳全球知识、技术和人才为我所
用，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二、向上延伸产业链: 培育 GVC 上的“隐形
冠军”

中美经贸摩擦美方欲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痛下

狠手，其实打乱的是 GVC的分工循环体系。事实
说明，在 GVC上建设制造强国，必须高度警惕那
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
入品供应商，在关键时刻对我国产业安全所发出

的可置信的威胁。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供应
商，一般我们也把它们称为“隐形冠军”，指在某
个细分市场绝对世界领先但却鲜为人知的企业。
这些”隐形冠军“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
但却因掌握行业的关键知识和技能，享有其他企

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因而往往是具体产业命

运的真正控制者［3］。
中国企业过去处在 GVC 上的加工装配等生

产环节，是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目前全世界
处于这个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有 3000 多
家，其中德国数量最多，拥有 1300多家，而中国虽
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
规模也处于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

高度缺乏像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那样的行
业“隐形冠军”，①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
都垄断在境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大到精密
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到圆珠笔
的球珠、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微电子
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软

肋和痛点。中国的主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
能都通过依赖投资或收购兼并下游的加工厂和零

售店获得发展，而是需要培育更多的“隐形冠
军”，才能突破发展的瓶颈迈向 GVC 的中高端。
“隐形冠军”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

未来根据战略性和紧迫性，某些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逐步向上延伸产业

链，专注于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一层

一层地往上做，做大做强后往上提升，掌握链的某

一部分的不易被取代的重要价值环节。这些产业

不一定非要做成“链主”，也不太可能都是“链
主”。总之，要争取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
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

的手中，否则我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就是建立在沙

滩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的，核
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
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

至会不堪一击”。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 GVC 上的“隐形冠

军”，说明我们过去认可的某些经济理论已经过
时，尤其是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实施所谓

的扬长避短策略，放弃对 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
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

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瓶颈部

门［4］。过去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我们长
期定位于 GVC上的低成本环节，专业化生产劳动
密集型产品。其实，这种定位，一方面随着我国发
展水平的提升和要素成本的提高，我们将会不断

地遇到其他要素更为低廉的后发国家的竞争，从

而容易陷入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境地; 另一方

面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容易被具有非对称权

力的“链主”长期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导致贫困
化增长; 三是容易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 GVC 中，
成为被上游企业讹诈的对象，从而影响国家产业

安全。根据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对战略性瓶颈部
门的拓宽，可以从幼稚产业开始。根据后起的德
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对幼稚产业设置阶段
的成长保护期，以隔开外来竞争。在保护期内，除
了可以补贴消费者、使用者，鼓励国内消费者优先
购买外，还可以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进行资产

兼并迅速做大。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 GVC 上的“隐形冠

军”，对于我国塑造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
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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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隐形冠军规模不一定小，其市场地位不一定低。



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

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

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依赖于不断增长

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
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最重

要选择。小国经济因国内需求规模的限制，不可
能、也没有必要建设很多门类齐全的具有规模经
济特性要求的现代工业，必须放弃许多产业领域，

同时也需要较大规模地利用外部市场，否则就很

难生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我国产业发展
所需要的核心的、关键的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
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

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

工业。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
在中国人的手中，中国重要的、关键的产业技术，
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当然，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

家，既没有可能也没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
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
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也不

可能都由国家出面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因
此，一是实施扬长补短策略中，最需要的是集中力

量补最短边的那些板，由此边际收益更高; 二是更

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的主体作用。

三、摆脱“被俘获”命运，坚持功能升级，重点
发展制造型服务业

做 GVC上的制造强国，久久见功的是日积月
累的产业升级。但是考虑到我国企业嵌入的
GVC，在治理结构的性质上属于被俘获性，因此产
业升级过程具有特殊性。这是我国在建设制造强
国中必须面对的最大约束条件之一。
被俘获性的 GVC，指的是价值链上的交易者

之间，虽然不存在纵向一体化的所有权关系，但是

它却可以通过价值链中的治理机制，使广大的供

应商被具有“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所控制。这
种交易网络和治理方式，相对于能力分享型的

GVC，或基于市场公平交易的 GVC 来说，由于参
与方之间高度缺乏平等对话的市场势力和技术的

基础，因此在价值分配上，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但是嵌入被俘获性的 GVC，对发展中国来说
也有受益的一方面。研究发现，中国代工企业嵌
入“被俘获”的 GVC 后，在得到来自大买家巨额
订单的同时，也会受到其具体的人员培训、技术服
务和市场训练等。中国代工企业在价值链的低端
经过快速的学习，其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

不断缩短。大买家之所以愿意帮助代工企业进行
产品和工业升级，主要原因是这种性质的升级，有

利于品牌产品在最终市场上的销售，其利益与代

工企业是一致的。目前这些中国代工企业早已走
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处于大规模的

整机生产能力提升、甚至达到可以反向出口发达
国家的阶段。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就是要瞄准功
能升级的目标，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乃

至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大部分代工企业的能力

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投资与建设，以大规模、低
成本、低价格取胜。代工企业的功能升级即向
“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过程，受到了资源能力的
限制，以及价值链中买方市场势力的阻挠。这些
掌控 GVC两端的品牌、营销、研发、设计等生产型
服务技能和知识的“链主”，因为担心来自中国企
业的竞争和可能的替代，往往会用一切手段压制

中国企业的功能升级。采取的围追堵截手段很
多，比如威胁取消订单、打价格战、以知识产权名
义起诉等。
未来根据专业化分工原则，大部分企业做精

致的、专业的代工厂家，把代工业务做大做强，也
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鼓励一部分优秀的中国代工
企业逐步实施功能升级，也是产业政策的必然趋

势。只有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
品牌和自主技术，才能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5］。
因此鼓励企业立足于中国制造业的已有基础，加

大知识技能投入，逐步发展“制造型服务业”，是
当前条件下激励企业摆脱“被俘获”命运的最重
要的有效措施。
中国企业在现阶段大规模转向服务业既不现

实也不可行，毕竟全面走向金融科技为主的服务

业，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符合中国建设制造

强国的国情。比较合理的路径，是首先发展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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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服务业［6］。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制造服务业就是要将信

息网络化作为提供服务的平台和工具，把服务向

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延伸，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
务群体，能快速获得客户的反馈，优化服务内容和

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其中，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大方向。
中国企业从纯粹的生产型制造逐步向服务型

制造发展，是加快制造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

重要内容。中国实施这一具体的战略调整具有非
常好的条件和基础。一方面，我国庞大的制造业
规模和体量，将会对智能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市场

需求，是支持智能化按市场规律正常快速发展的

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用智能化改造中国制造业，

必将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技术素质和产品质

量，这也为制造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四、以竞争政策重整价值链上公平竞争环境

在 GVC上建设制造强国的问题上，还有一个
调整和优化产业组织方面的问题，这是制造强国

的市场结构基础。在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如大中小企业之间怎么协调配合? 不同规模、不
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如何公平竞争? 如何破除政府

的行政垄断，以及反对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使

垄断力量，等等。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

幕式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扩大开放将采取四

个重大举措。这表面上似乎是对某些逆全球化趋
势的回应，其实是要在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中，把过去那种由产业政策导向的非均

衡发展阶段，逐步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高水

平开放阶段。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管制，增加经济的

竞争性，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

为消费者增加更多的选择性。在生产能力短缺时
代，国家对市场准入进行严厉的限制，目的是对幼

稚产业进行保护。随着国内经济力量的崛起，现
在很多产业已经开始成熟，没有继续增加保护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此以往，反而会进一步增加
消费者的消费成本，降低产品质量和减少多样性

选择，增加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这是典型的社会
福利损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绝大部分制
造业已对外开放，目前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
舶、飞机等少数行业。这些行业现在大多已经具
备开放的基础，下一步大幅度放松市场准入限制

的举措，就是要尽快放宽对这些行业的外资股比

限制，特别是对汽车行业的外资限制。另一个重
要的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就是在高端服务业的金

融、旅游、建筑设计、医疗、电信、互联网等领域
( 目前特别是对金融业) 加快开放的步伐。这方
面比较好的开放方案，就是建议这些产业在对外

开放之前，首先对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

利于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以防止对外开放的

急促性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
第二，由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转向为

企业投资创造更有吸引力的环境。过去中国政府
吸引外来投资，主要依靠制定优惠政策创造“洼
地”效应。“洼地”形成之后，确实具有吸引资源
流动的强大的“虹吸效应”，但是它只能在某个局
部的空间上发挥作用，除了具有影响力有限的天

生缺陷外，主要问题是容易导致空间上的地域歧

视，人为拉大区域间发展条件的差距，同时造成包

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的人为的、过度的流
动。进入新时代，实现发展权的公平和减少优惠
政策过多过滥的格局，需要更多地依靠改善投资

环境，也就是要加强同全球经贸规则的对接，增强

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强化对民营企业和外资的产

权保护，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为企业创造更有吸
引力的投资环境。
第三，由模仿创新发展，逐步转向以知识产权

保护为重点的自主创新发展。早期以出口导向为
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走的都是

“技术模仿创新”的道路，避开了国内因研发和技
能差距所导致的技术陷阱，从而凭借其要素成本

优势实现迅速成长。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国家战
略，要求我们执行最严厉的产权保护制度。这是
竞争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高中国产业

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因素。据日本经济学家的观察
和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日美贸易争霸
战中，美国也是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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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日本企业进行模仿和反求美国的技术。但是结
果却出乎意料，它倒逼了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

和专利保护，日本企业从此开始艰苦的自主创新，

也推动日本经济全面进入了自主创新轨道。
第四，主动利用内需来扩大进口，吸收全球最

先进的生产要素为我所用。过去的出口导向利用
的是别国的市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市场。2008
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这种性质的“全球
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
平衡。其实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主动地启
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战略。基于内需的
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

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中国尽
早启动这一战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以不断增大的内需来扩大进口，
也能起到促进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

用。这一新型的全球化战略期望能够用中国的内
需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生产要素，因此也希望发

达国家对中国放松正常的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人为

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
在以竞争政策重整价值链上的竞争环境中，

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以竞争

政策重整价值链上的中低端供应商。目前我国有
众多的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代工企业。需要
坚决贯彻中央去产能方针政策的中低端供应商，

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属于资源能源开采加工方面

的，如煤炭、建材、铝业、电力、钢铁等，这些产业产
出均质性强、投资规模大，受供求和价格影响大，
具有周期性; 另一类是那些进入门槛低，全球涌入

的企业过多，市场低价竞争激烈，因而产能容易过

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鞋帽服装、玩具、消费类
电子、家具，等等。
为了防止这两类产业残酷的价格竞争不断地

驱使行业走向衰退，需要坚决地进行产能调整。
但是调整过程的手段和工具的选择应该有不同的

把握。对于上述第二类产业，市场机制是最佳的
手段，但是也需要政府在税收信贷政策、劳动力转
移和培训、资产调整等方面给予配合。而比较难
以操作的是上述第一类产业，主要是这些产业进

入后比较难以退出。原因是市场需求循环变动，

产业未来前景不容易看透; 同时资本规模大、转换
成本高、沉淀成本大。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往往
也同时云集着大量的低技能型劳动者，他们退出

产业寻找新工作的机会少、可能性低。对这些产
业的调整，最佳手段是政府在做好劳动者社会保

障和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环保、
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
汰目标。要尽量不利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和计划指
令，防止“一刀切”损害产业中真正有效率的民营
企业。加强规则完善法治，减少行政指令，实现良
性产能治理。

五、战略互动:价值链攀升与培育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结合

在 GVC上建设制造强国，也需要落实在具体
的空间结构上，产业升级需要重整制造业的经济

地理条件。这主要包括制造业发展的时间空间条
件压缩、投资密度的增加、经济市场分割程度降低
等三个方面。
大力发展高水平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是实现

上述三个要求的关键措施。制造业集群所依赖的
运输条件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集群内部有技术

经济关联的企业之间较短的物理距离，都是压缩

时间空间的具体形式，也是集群存在的基本理由;

产业集群的投资密度，要大大高于原子式竞争时

分散布局的企业投资密度，也是产业集群取得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本来源; 产业集群打破了

行政区域的界限，按照经济功能布局，群内企业的

相互学习和由此引出的知识溢出，是减少市场分

割、增加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优化
产业的空间配置，大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是建

设制造强国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

GVC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这其实就是已经考虑了要结合产业升级与集群升

级实施互动战略。从学理上看，一方面，可以通过
促进集群升级，有力地支撑产业攀升 GVC。产业
集群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大量的相关产业的

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这些企业因处于
同一产业，所以相互之间既有激烈的市场竞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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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多种形式的合作，如信息共享、股权合作、联
合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新的供应链，等
等。这种合作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集体
行动。通过集体行动方式，中小企业获得知识和
技能的溢出，如在培训、金融、技术开发、产品设
计、市场营销、出口、分配等方面，可以弥补市场缺
陷，克服其内部规模经济的劣势，既可与外部强大

的竞争对手相抗衡，又能对冲掉一些大买家压制

下游供应商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势力。
另一方面，在 GVC 上的产业升级，尤其是选

择不同形式和性质的 GVC的行动，将促进产业集
群向世界级水平的跃迁。首先，在 GVC 上的升
级，尤其是实现功能升级，意味着集群在向知识技

术密集方向和环节延伸，这种延伸通过群内的竞

争和学习效应，技术和知识将得到不断地溢出，最

终推动整个集群的产出水平与世界标杆的缩小。
其次，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所嵌入的 GVC 性
质往往不同，①由此决定在不同性质的 GVC 中，
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培育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政策取向也不同。例
如，嵌入能力分享型的 GVC网络或公平市场交易
型的 GVC，与加入被俘获型的 GVC 相比，后者需
要政府为产业集群提供更多的外部资源和外部

性，也需要集群中的领头企业发起更多的集体行

动，如合作建设品牌、合作研发等，才可能突破封
锁艰难地推动集群升级。最后，企业可以在不同
的“链主”所控制的 GVC 中学习，并把所掌握的
知识和技能，用于带动集群整体升级的活动。在
实践中，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加入欧美日

等不同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 GVC。这些不同的
“链主”因文化、管理等差异，对所嵌入的企业升
级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不同。如长三角地区有很
多企业，它们既嵌入美国大买家主导的以“被俘
获”为特征的 GVC，也加入欧洲大买家主导的松
散型的 GVC，有的还同时自主地对南美洲和非洲
出口独立品牌，它们在国内市场也有大量并不依

赖中介代理的直接的销售业务。这样，在不同类
型和性质的 GVC 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发挥“杠
杆能力”( leveraging competences ) ，即把在某条
GVC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 GVC 的某

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
加入 WTO以来，我国企业嵌入 GVC 的方式

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突出的表现就是，伴随着
各个地方所规划的高新区和产业园的日渐成熟，

企业首先在园区内扎堆，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

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又以集合形式抱团嵌入

GVC。与早期单个企业嵌入 GVC 的形态相对应，
竞争形态也由公司总部与制造业工厂之间单一的

链式竞争，逐渐演变为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

的原子式竞争、集群与集群平台之间的竞争、集群
与非集群之间的混合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

集群之间的全球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竞争的结
果，使得价值链获取业务的空间越来越大，内容越

来越复杂，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和充分，竞争效率

越来越高。中国商品过去在全球竞争中攻城略
地、所向披靡，形成所谓“中国价格”的旋风，与这
种产业集群的竞争形态和方式有着直接的、密切
的关系。我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
这些产业集群成为 GVC 的“链主”。这个集群内
部就是一段世界的产业链，要让这一段产业链成

为全球该产业的核心，不仅在要素技术的创新能

力上要过硬，更要在系统技术方面有足够的能力。
在这里，系统技术是指在这一段产业链中，各个企

业如何协调互相促进的技术，当然它包括集群内

部的组织能力与战略协调能力。它们产业链攀升
和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本条件和

现实基础。

六、结 语

本文描述了在新一轮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系的建设中，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方向、基本路径
和基本政策。在 GVC 上建设制造强国而不是闭
关锁国，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文分析得
到的基本结论是: ( 1) 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依托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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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的企业技术或市场能力较强，加入的可能是能

力分享型的 GVC网络; 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跨国企业通过
FDI形成的子公司，属于纵向一体化型的 GVC; 有的企业
完全通过市场合约与大买家进行公平交易，属于市场交

易型 GVC; 在实践中，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的是被俘获型
的 GVC。



大的内需，建设需求或技术驱动的 GVC，把全球
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中。( 2) 现阶段
应该扬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动态竞争优势理

论为指导，加强对 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
集环节的追赶，实施扬长补短策略，拓宽瓶颈部

门。( 3) 为了挣脱在 GVC 上“被俘获”的命运，必
须鼓励企业坚持不懈地进行功能升级，重点发展

制造型服务业。( 4) 制造强国需要有良好的竞争
政策为基础，以公平市场竞争条件。要区分 GVC
上两类不同的供应商，主要运用竞争政策坚决去

掉过剩严重的周期性产业的产能。( 5) 把价值链
攀升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两大任务结

合起来，实施战略互动。
关于鼓励中国企业在 GVC 上提升制造能力

的途径和渠道，除了可以继续承接国际代工订单，

向掌握核心技术的上游公司学习之外，我们提出

至少还有: ( 1) 积极鼓励企业并购处于 GVC 上游
的产业技术类公司。( 2) 与 GVC 上游的核心企
业合作。例如，华为要向芯片这种高技术产业进
军，可考虑请 IBM 等公司进行前端设计，同时让
台积电代工。( 3) 采取逆向发包策略，通过 OFDI
形式利用外国当地的科技研发资源。如华为目前
已经在十多个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关实验室。( 4)

在国内大力建设产学研合作体系。比如武汉、西
安、南京等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华为、中兴等实
力雄厚的企业，都可以采取国家、地方和企业共同
合作投资的方式，建设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

发部门。( 5) 培育人才与挖人才相结合，既要投
入巨资资助培养国内研发人员，也可以大量录用

跨国企业在华的研发人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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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alization of a Manufacturing Power from a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LIU Zhi－biao

( Yangtze IDEI of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a manufacturing power requires an advanced，open econom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wav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build a modernized economy more efficiently，we need to think fur-

ther，without constraint，about the strategy，main direction and fundamental path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

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propose a policy to build a manufacturing power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 ( GVC) ． Firstly，the reliance on huge domestic demand enables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reate a

GVC driven by demand or technology，thus bringing global suppliers into their own dominant division network．

Secondly，at the current stage，the dynam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should displace the current guiding

position of the sta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so as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on in high－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links along the upstream of GVC; further developing bottleneck sectors

with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strengths to make up for weaknesses． Thirdly，to avoid the fate of being“cap-

tured”by GVC，enterprises must be encouraged to upgrade their existing functions by focusing on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service industry． Fourthly，build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 must be based on favora-

ble competition policies and a fair market as conditions for competitio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differ-

ent types of suppliers on GVC，the competition policy is mainly employed to eliminate the excess capacity of

cyclical industries． Finally，strategic interac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llowing the combination of two ma-

jor tasks: striving to reach the top of the value chain and cultivating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clusters．

Key words: GVC; Manufacturing Power; Open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rnized Economy

The Early Thought of Lukacs and Its Effec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Ｒevaluation after 100 Years

ZHANG Liang
( Nanjing University，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lukacs’early thought development: the stage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1900 to 1911; the stage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from 1912 to 1916 and the stage of ethical reflection from

1916 to 1918． The works of these stages have multiple effects． They pioneered a new paradigm called western

Marxism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se work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lukacs’later development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Goldman’s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Lukacs; Soul and Form;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Frankfurt

School; Gol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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